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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林外史》的对比手法
《儒林外史》①是我国清代中叶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对封建社会揭露得深刻透彻，他的讽刺手法淋漓尽致，读过此书，使人“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它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把中国古代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伟大的作家，都能站在进步的立场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再现和评判自己的时代。生活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正是如此。它力图准确地、全面地抓住和再现自己所面对的人生，以寄托深广的幽愤。这样，对立面就不是一人一事，而是整个清王朝，使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整个当代社会腐朽不堪的上层建筑。因而，《儒林外史》的锋芒所向，既不是简单、拉杂的丑闻坏事，也不是个别人物的恶行劣迹，而是通过局铁入的言行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直指那种罪恶的社会制度。但是，作者所处的又是文网极为严酷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人们根本不能用文章来说要说的话。为此，鲁迅先生说：“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时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的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事实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

  然而，污浊的社会现实激怒了吴敬梓，他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位被贬抑了的人类尊严讨说法。于是，在创作《儒林外史》时，他磨砺出种种讽刺的武器，对比手法就是他常操在手、运用自如的一杆投枪。在冷静的叙述中，他把自己的倾向包含在各种活生生的形象里，让读者去比较、判断。《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多种多样。其中，对比手法用得尤其普遍，尤其灵活。本文就这个问题谈谈管见。

一、明比与暗比。

（一）明比和暗比视是寓意的深浅相对而言的。

 鞭鞑一般的社会丑态，统治当局尚能容忍，含义可以显豁一些，《儒林外史》往往采用明比。

写周进、范进发迹的前前后后，就是用的明比。周进当童生时， 虽然头发已经花白，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反而受尽欺辱和冷遇，并因此悲愤得撞过号板。但它一旦考中进士，立即“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请吃酒、送贺礼的人络绎不绝。薛家集作过学堂的观音庵里，居然供起了“周大爷的长生牌”！他以前写的对联也被揭下来仔细装裱。那个因进学在先，曾尽情奚落过周进的梅玖，尽在范进面前冒认周进为“业师”。

范进中举之前，家里人常常挨饿，借贷无门；中举喜报一到，范进自己喜得发了疯，大出洋相；众邻居呢，一反常态，“有拿鸡蛋来的，有拿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提了两只鸡来的”。连做过知县、横霸乡里的张乡绅，也自道“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不到三个月，范进家里什么都有了。

围绕这两人命运的对比，含有两层意思。对世人，是态度的变化;前倨后恭、先冷后热，真实地描绘了病态社会里庸俗、势力的人生画卷，满怀痛惜之情讽刺了可怜的同胞在封建重压下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对二进，是像苏秦一样的地位变化：穷则人尽弃之，达则人皆趋之;转眼之间，从受人白眼、生活无着变为受人尊崇、锦衣玉食。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就点穿了士子们醉心举业的原因，也揭露了清代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度决不是要选拔什么人才，而只是为了笼络士人。

周进曾因百考不中悲痛欲绝而头撞号板；范进却是一朝侥幸便大喜过望痰迷心窍。这也是一种鲜明的对比。他讽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是士子们利欲熏心、丧魂失魄，既无是非观念，也无理想抱负，人人变得堕落无耻，糊涂愚妄而不自知。

《儒林外史》还用这种明比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第三会对胡屠户的描写，就很典型。范进进学之后，由于还不曾改变原先那种卑下的社会地位，胡屠户仍然拿着丈人的架子，声色俱厉的教训他：

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给你这现世宝、穷鬼，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我不知集了什么德，带挚你中了个相公，┉凡是要立起个体统来，……你怎敢在我们面前妆大？

范进想向他讨点钱参加乡试，“被胡屠户一口唾在脸上，骂了个狗血淋头”。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什么“尖嘴猴腮”啦，夹七夹八一顿数落，下得范进不敢吭气。可是范进中举消息传来之后，胡屠户迥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了。他尽大言不惭的对乡邻们说：

我每常说，我这个贤婿，才学有高，品貌又好，……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

接下来《儒林外史》还写道：“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前后言行如此矛盾，一个势利小人的嘴脸活灵活现了。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戏剧《连生店》里那位店主和契科夫小说《变色龙》里那个警察②。当然，《儒林外史》的描写要严肃的多，而且讽刺更为深刻：丈人竟是如此，旁人就更不用说了。

第四回，严相生正在张静斋和范进面前恬不知耻的标榜自己：“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直，在乡里之间，从不小得占人寸丝半栗的便宜。……”话未落音，一个小厮气喘吁吁的跑来找他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呖。”一下兜出老底。真是言如珠玉，形若狗彘！强烈的对比，把这个土豪刁滑虚伪的面目刻画得入木三分。而这个家伙，竟是清朝的“贡生”（按当时的规定，有“优行”才能成为“贡生”）！作者似乎是漫不经心的道出，而其讽刺该是多么深沉有力！

明比手法并不是吴敬梓的创造，但他运用起来，却有自己的特色。与分明的爱憎感情于平静、严肃的叙述之中，情节的发展像生活本身一样生动自然，毫无油滑或娇柔造作之弊。

（二）在抨击当局统治的黑暗时，作者往往采用暗笔手法。

第一回，就用王冕的嵚奇磊落与危害的厚颜无耻作了隐隐约约的对比。《儒林外史》表面上只叙述王冕的身世，以及他与元、明两朝统治者都不合作的倔强性格，危素并没有出场。但通过对危素的门生及其趋奉者的描写，就体现了这个人物的渺小:既作过一族统治者的忠实走狗而显赫一时；又在元朝灭亡后投靠朱明王朝，还傲傲然自称“老臣”；结果落得一个极不光彩的下场。一个不跟一切统治者合作，一个有奶就是娘。两相对照，不加褒贬，却埋葬了危素一类人物。从中，读者可以体会到吴敬梓那掩饰不住的民族意识，以及对封建统治者的极端厌恶。他暗示：统治阶级里没有好人；做高官的也得不到好下场；要保持自己高洁本性，必须理他们远远的。

从康熙晚年起，吏治的溃败，官场的黑暗就相当严重。雍正亲自说过：“外臣中，懈弛着十之八九”；“有猷、有为、有首者”“英髦罕见”，“其中一尘不染者仅一二人而已”。为此，他曾下力气进行整刷。乾隆继位后，整顿吏治的力度日渐减弱，很长时间由大贪污犯和申掌实权，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政治一天天走向腐败。《儒林外史》对这种社会现实痛加攻击与针乏时，其实对比更为隐晦。我们且看其中两类官吏命运的对比。   

第一回，一处写知县时仁“酷虐小民，无所不为，”一处写“时知县也升任去了”。第四回，又写高要县知县汤奉，一年就搜刮了八千两银子。为了要向上司表示自己“清廉”，“出个大名”，求得指日“升迁”，听信恶棍张静斋的教唆，应将一个回民老师傅活活枷死。群众“鸣锣罢市”，上司不仅不惩处汤知县，反而“把五个为头子的回民问成奸民挟制官府，依律枷责”。第八回还写南昌太守王惠，刚到任就问：“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什么通融？”他做得最要紧的事是：“定了一把头号的库兹，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所谓“入官”，自然是中保私囊的幌子。从此，衙门里一片“算盘声、板子声”，“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大的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得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这种贪官，“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做了两年多些，各处荐了”，“朝廷就把他推升了南赣道”。

时、汤、王这类贪鄙之徒，对人民是凶狠的豺狼，而对统治者当局则是忠实的奴才，他们可以把剥削百姓得来的钱贿赂上司，自然换来的不是升迁就是受庇护。这些叙述本身就是对当时朝政的讽刺。但作者用意还不止如此，他更将几个比较正值、能为百姓办点事的管理的结局写出来，作为对照。

三十四回，就借官运亨通的高翰林之口说杜少卿的父亲：

……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部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柔”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得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

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能认真替百姓办事，官做得如何，取决于讨好上司的程度。

四十四回，着力叙述了肖云仙在边疆进兢兢业业，取得了战功和生聚教训的劳绩之后，不但没有得到朝廷半点奖励，反而被工部斥为“任意浮开”工费，“应行文该地方官了限严比归款”。结果他垂头丧气打点回家，把父亲的家产赔光了还欠三百两，人被地方官苦苦追了。十七回，体恤下情的乐清县知县李瑛，突然被革职拿问，老百姓不服，鸣锣罢市，“安民的官”还要捉拿为头的人。

《儒林外史》表面上是在不同的章节里叙述着不同人物的命运，我们却不要孤立的看这些故事。我们如果把两种官吏的遭遇对比起来看，就会发现，那个社会黑白是何其不分！赏罚是何其不明！整个吏治的混乱真是无以复加了！这样的社会怎么还能继续下去？通过暗比，大大地加强了讽刺的力量与深度。

民代陈子龙论《史记》说：“太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者；传酷吏，无周以前着；寄慨深矣！”近人李长之也说《史记》“有无言的讽刺，如写《循吏列传》便不到汉代一个人物；写《酷吏列传》就特别挑选当代；写《张丞相传》，便说另有一些备用的丞相，但却不去叙述，都在空白处做文章。”吴敬梓与太史公有着同样的孤怀宏旨，所以也继承了《史记》“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的讽刺手法。

在空白处做文章，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儒林外史》用了好几章的文字，写一大群真儒重修和祭祀泰伯祠。这其实是个更为隐秘的对比。吴泰伯是自孔子以来，儒家极力推崇的在王位继承权上“礼让“的标本。作者对此大写特写，是对康熙逝世前后，他的十四个皇子争权夺位，以致同室操戈，大相杀伐的讥刺。作者当然不能把这件事写出来，只好拿吴泰伯做文章。

二、远比和近比

（一）从结构布局来观察，《儒林外史》又有远比和近比。作者根据不同的用意，有的对

比安排在一个较短的篇幅里，有的则相隔若干章回。远比有时是暗比，如上文所说的两种官吏命运的对比；也有的是明比，如第一回正面人物王冕与整本书里儒林群丑的对比。《儒林外史》中的远比还有不少。在朋友交情方面，鲍文卿和向鼎跟匡超人和潘三的对比就是一例。

   十九回，经潘保证书面介绍，秀才匡超人与衙役潘三在文瀚楼相见，是交道的开端。这是统治阶级里的两个下层人物。潘三作奸犯科，“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而“读圣贤书”的匡超人则心甘情愿的当了他的帮手，以求分的一些昧心钱。在潘三的卵照下，两年之后，匡秀才身上光鲜起来。又在潘三的策动下，一次当“枪手”就捞了二百金。神通广大的潘三还帮他娶了亲，找了住房，不时贴补其家用。匡超人对此曾感激涕零。可是，一得知潘三出事，他立即没事人一般，溜之大吉。这样的小人竟左右逢源，大受当局赏识，在京城停妻再娶，又混骗了一官半职。昔日的恩人早被他忘得一干二净几个月后，回乡取结，潘三在监里要求会他一面，“叙叙苦情”。这个同谋犯却翻脸不认人，还说：潘三个所作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里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

多么令人作呕！人家在监里受苦也不曾扳他出来，他反在外头唱高调!作者选择这两个人物，讽刺了人情的冷暖、世风的浇漓，从而讥弹了整个社会的黑暗。隔了四五回，作者又写出一段可歌可泣的真交情来，远远形成对比。

鲍文卿以一个戏子的微贱身份，侥幸在按察司手里挽救了素不相识的知县向鼎，使其未被参处。向鼎捧出谢银五百两，贫贱的文卿却分文不受。从此两人建立了友谊。他们都不是那种蝇营狗苟的势利小人，交情是建立在一定的道义原则之上的。二十五回写道：

那两人就是安庆府里的书办，……悄悄向鲍文卿说：“有一件事，只求太爷批一个“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两银子。又有一件事，县里详上来，只求太爷驳下去，这件事竟可以送你三百两。……只要你肯说这件事，上岸先兑五百两银子与你。“鲍文卿笑道：“……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财做的肉，我怎肯瞒着太爷拿这项钱？况且他若有理，段不肯拿出几百两银来寻人情。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就要叫那边受屈，……不但我不管，连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

身虽贫贱而操守不移。惟其如此，文卿深得向鼎的敬重。照应文卿，使向鼎自我许下的深心宿诺。十年之后，人世沧桑，向鼎已有知县做到知府。虽然范情险恶，但他始终不忘旧情。文卿死后，已作道台的向鼎亲自赶到灵前，“叫着老友文卿哭了一场”，又亲提铭旌，资助安葬费用。

这里，森严的等级观念消失了，对于位居四品的向鼎来说，是何等难能可贵！作者不为礼法所拘，简直是噙着热泪写出了他对美好的、正常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向往。“他绝不宽容的剿杀他所认为不净和有罪的一切”同时，他又极力蒲捉拿“是整个人类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洁的那种东西”。《儒林外史》用生死不渝的友谊来反衬名利场中的奸诡交道，以加强讽刺的力量，又把对比两项拉开距离，好像不是在有意进行比较。这样，情节便更为生动自然，丝毫不见斧凿痕迹。

要寻找真挚笃厚的人情，《儒林外史》更多地把希望寄托于下层人民之中，跟功名富贵中人的卑污习性和险恶官场环境构成了一连串的远比。第一回里，王冕和秦老；二十一回牛老爹和仆老爹；二十四回鲍文卿和倪老爹；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真诚、淳朴。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愉快，连空气也似乎新鲜多了。在看看第四、五两回里，严贡生与严监生弟兄之间；严监生与王德、王仁两秀才郎舅之间，其关系是多么虚伪庸俗！三十五回庄绍光与太保的关系是多么微妙!四十六回彭乡绅与他的奉承者们的关系是多么滑稽可笑！在朝廷做官，更是朝不保夕，人人自危：不是这个突然“拿问”就是那个霎时“摘印”；毫无是非标准，只有利害关系。读这些章节，人们的心情是紧张的，压抑的。把这些对比综合起来看，作者爱什么，恨什么，赞扬谁，讽刺谁，是在清楚不过了。作者以热情地赞美和深沉的啜叹来进行对比，目的是要净化世道人心。

（二）至于近比，那就俯拾皆是。近比都是明比，短小集中，两者之间不夹杂别的情节。上文所引的鲍文卿跟两个书办的对话，就是一个近比。短短二百字，反映了两种人生态度，同时纠弹了封建社会中官吏们的徇私枉法。第一回，秦老的忠厚诚笃、息事宁人与曜买办的狗仗人势，刁顽油滑处处形成对比。第二回，申祥普的发作与和尚陪小心；夏总甲的粗横拿大与众人的唯唯诺诺；进了学的梅玖、发过的王举人趾高气扬与老童声周进的小心谨慎、曲意奉迎；无一不是采用近比手法。近比简捷明快，使用很方便，所以《儒林外史》用得很多。总的特点是，能摄取现实生活中极普遍又典型的现象，十分妥贴的寄寓着作者的爱憎；笔墨简练，看是轻描淡写，实则犀利精切，含义幽深。

又如第五回，严监生的小舅王德、王仁，都是“铮铮有名”的秀才。严监生因正妻王氏病危，想把侍妾赵氏扶正，特请两位舅爷到家商量。这两位秀才先是“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须臾，“让到书房里用饭，彼此不提这话。”再过一会请进了密室，每人得了一百两银子，便立即改变了态度，“二位舅爷哭得眼红红的”，责怪严监生没有及早把赵氏扶正。“王仁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说着，二位又“义形于色”地向严监生要了五十两银子，催他在王氏死前就将赵氏立为正室，而且还替他做了一道“甚是肯切”的“告祖先的文”。后来，他们的亲妹妹，就死在他们策划的扶正大典中。可见“阿堵物”的能量有多大，不仅使王家弟兄迅速改变态度，而且连亲妹妹都不顾了，作者借这安排在小故事里的对比，不仅讽刺了八股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秀才们灵魂之卑劣，而且大家习以为常，对自己的堕落无耻毫无愧报，反而沾沾自喜，自以为得计。“这些极平常，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却多”当时做官的，就是八股科举考试所制造的这样一些货色，无怪乎吏治那样黑暗、窥败。自里行间，我们似乎听到了一个高尚灵魂的深沉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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